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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昭君诗的文学审美价值
及其启示意义

付 兴 林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723000)

摘 要:王昭君故事自诞生后,不断为史书、民间传说、文学作品所丰富、加工。自汉晋至唐宋,诗人们

运用想象虚构等文学手段,创作出了数量不菲、主题各异的名篇佳作,其中白居易昭君诗堪称这类咏史诗的典

范。白居易在不同时期创作的6首昭君诗,并非为单纯咏史而作,它们寄托着诗人起伏不定的多维复杂心态,

折射出恋君、怨君、恕君的仕宦心路历程。白居易昭君诗不仅超越了前人,而且启迪后人,其翻新议论的手法

对宋代昭君诗创作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白居易昭君诗是对昭君故事能动、多维的反映,关合自身仕宦心

路历程的昭君诗体现了咏史诗的本质规律和创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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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现存2800余首诗歌中有50余首咏史诗,虽然他在文学史上不以咏史诗著称,但其咏

史诗自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白居易咏史诗寄寓着他的历史观、文学观、生命观,承载着他反映现

实、表达诉求的审美体验。在白居易咏史诗中,6首以王昭君为吟咏对象的诗歌显得尤为特别,不
仅体现在白氏关注昭君题材时间之长、以6首诗吟咏同一历史人物频次之高,更在于他借助这一历

史人物所展示的不同境况下的特殊心境、命运迁转中君臣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折射出的仕宦心路

历程,还在于这类诗在文学史上和创作论上的突出地位和典范意义。

一、昭君故事及汉晋唐宋昭君诗创作

王昭君故事自汉朝诞生以来,即引起了史学家与文学家的极大兴趣,在传承过程中呈现出传说

加工色彩日渐浓厚而本事史实色彩渐趋淡化的趋势,无论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均以各自的能动

性、创造性对原型故事进行了大幅度的演绎改造。
(一)昭君故事

昭君故事最早载于正史的是《汉书·元帝纪》:“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
‘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

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1]《汉书·匈奴传》:“郅支

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上书言曰:‘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
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

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壻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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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2]《汉书》主要记载了匈奴呼韩邪

单于请和罢兵的背景及愿景,对元帝赐昭君之事仅作简单交代。后世传说及文学作品改写、渲染的

昭君和亲之事,并不处于《汉书》历史叙事的焦点位置。
《汉书》“昭君赐单于”的简单故事,在《后汉书》中出现了较大变化,有头有尾,曲折动人。《后汉

书·南匈奴传》:“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

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

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凶

奴。”[3]王昭君已是一个对其无缘进幸的处境颇为不满因而主动争取机会改变处境的有主见、有心

气的女子,显然,这一满怀宫怨、自请出塞的形象比起《汉书》的记载要丰润、立体得多。
到了晋代,葛洪根据史实和民间传说著成《西京杂记》,在《后汉书》基础上,对昭君故事再度敷

衍伸延,使之更加离奇曲折,令人唏嘘感慨。《西京杂记》卷二:“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

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

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
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

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

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4]

这里增添了画工图形、元帝案图召幸和案图赐行、画师弃市等情节,昭君故事至此血肉丰满,一波三

折,荡气回肠,达到巅峰状态。
(二)汉晋唐宋昭君诗歌创作概略

诗人们从各自时代精神出发,带着独异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尚,对昭君故事进行开掘。自汉至

隋,共有20位诗人22首作品吟咏昭君故事,计有:汉无名氏《怨诗》,晋石崇《王昭君辞并序》,宋鲍

照《王昭君》,梁简文帝《明君词》、武陵王《明君词》、沈约《明君辞》、何逊《昭君怨》、施恭泰《王昭君》、
王淑英妻刘氏《昭君怨》、沈满愿《昭君叹》二首,陈陈叔宝《明君辞》、阴铿《昭君怨》、陈昭《昭君词》、
张正见《明君词》,北周庾信《昭君辞应诏》《王昭君》、王褒《明君词》、何妥《昭君词》,隋薛道衡《昭君

辞》、侯夫人《遣意》、无名氏《王昭君》。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对昭君远嫁匈奴命运的同情与感叹。
其中尤以石崇《王昭君辞并序》最具示范性和影响力。序云:“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触文帝讳,
故改之。匈奴盛,请婚于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明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

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故叙之于纸云尔。”诗曰:“我本汉家子,将
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行行

日已远,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父子见陵辱,对之惭且

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愿假飞鸿翼,弃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
伫立以屏营。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朝华不足欢,甘与秋草 并。传 语 后 世 人,远 嫁 难 为

情。”[5]642-643该诗以第一人称视角表达昭君远嫁匈奴的痛苦、愤懑、屈辱,后世诗歌承接这一主题,反
复弹奏着悲怨伤感、压抑耻辱的曲调。侯夫人《遣意》虽然篇幅短小,却在悲怨主题之外开启了对画

师毛延寿的抨击,诗曰:“秘洞扃仙卉,雕房锁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写昭君。”[5]2739在怨恨和痛斥

毛延寿的背后,仍是对昭君的深切同情。
昭君故事在唐代引起了诗人们浓厚的兴致,52位诗人创作了73首昭君诗,著名的诗人有上官

仪、沈佺期、骆宾王、东方虬、储光羲、李白、杜甫、刘长卿、王建、戎昱、张仲素、白居易、苏郁、王叡、张
祜、许浑、李商隐、杜牧、胡曾、徐夤等。唐代兼容并蓄的文化气象有力地促进了思想解放和文学繁

荣,在昭君题材咏史诗中,突破了单一思维,出现了多种视角、多种声音。东方虬《王昭君三首》率先

对和亲政策予以批判,其一曰:“汉道方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妾,辛苦事和亲。”[6]1075戎昱《咏
史》对辅佐社稷的“朝臣”进行讽刺,诗曰:“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

251



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6]3011张仲素《王昭君》从息兵解甲、牛羊蕃生的

角度肯定王昭君和亲的积极意义,诗曰:“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

多。”[6]4137苏郁《咏和亲》以夸大的语调对昭君和亲繁衍子嗣以助匈损汉表示责怨,诗曰:“关月夜悬

青冢镜,寒云秋薄汉宫罗。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虏更多。”[6]5361王叡《解昭君怨》首次从个人命

运角度对昭君远嫁塞漠给予肯定,诗曰:“莫嫌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
是宫中一舞人。”[6]5743徐夤《明妃》揭露“帝家”无能,同时歌颂昭君不改初心、护佑汉家的深情,诗曰:
“不用牵心恨画工,帝家无策及边戎。香魂若得升明月,夜夜还应照汉宫。”[6]8188这些诗歌均能从不

同角度深挖昭君故事中的诗情文意,一时蔚为壮观。在众多昭君诗中,白居易诗作可谓独占鳌头,
下文将重点论述。

宋代昭君诗较唐代有所减少,计37人50首,主要作家有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曾巩、文同、
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郭祥正、吕本中、韩驹、李纲、陆游、范成大、王十朋、周密、岳珂等。宋代诗

人在前代诗人已取得不俗成绩的客观压力下,以自觉的超越精神避熟就生,推陈出新,体现了深究

内心隐秘、突破传统束缚、敢于惊世骇俗的冲动和勇气。一些诗词虽有蹈袭前人诗意诗境之处,亦
不乏戛戛独造、震撼灵魂的创新出奇之作。首当其冲的是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其一云:“明妃初出

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

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氈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7]328其
二云:“明妃初嫁与胡儿,氈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
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身乐在相知心。可怜青

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7]329这既是诗人之诗,又是政治家之诗和思想家之诗,开启了对儒家

正统思想的质疑、对君臣大义的蔑视和对夷贱夏尊传统观念的颠覆。欧阳修主动追和王氏之诗,有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后者亦有灵光闪现的惊世之论,诗云:“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

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

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 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飘泊落

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8]诗中明确表达了对统治者能力的怀疑、否定,其胆识

和勇气与王安石差可比肩。苏辙《昭君村》亦可谓精构独出,然有失拘谨狭促,难称善论妙思,诗云:
“峡女王嫱继屈须,入宫曾不愧秦姝。一朝远逐呼韩去,遥忆江头捕鲤鱼。江上大鱼安敢钓? 转柁

横江筋力小。深边积雪厚埋牛,两处辛勤何处好? 去家离俗慕荣华,富贵终身独可嗟。不及故乡山

上女,夜从东舍嫁西家。”[9]诗歌从世俗乡关角度感叹昭君远嫁匈奴乃是出于追逐荣华富贵,抽掉了

昭君和亲的悲壮基调和崇高精神。郭祥正《王昭君上马图》对昭君甘愿为国献身、老死胡地而高歌

盛赞,诗云:“飘飘秀色夺仙春,只恐丹青画不真。能为君王罢征戍,甘心玉骨葬胡尘。”[10]8989李纲

《明妃曲》既对昭君远嫁塞漠表示同情,又对朝廷无力维护国家尊严进行嘲弄,更从诗人吟咏不辍而

流芳后世的角度为昭君富有意义的生命样态庆幸称快,诗云:“昭君自恃颜如花,肯赂画史丹青加?
十年望幸不得见,一日远嫁来天涯。辞宫脉脉洒红泪,出塞漠漠惊黄沙。宁辞玉质配夷虏,但恨拙

谋羞汉家。穹庐腥羶厌酥酪,曲调幽怨传琵琶。汉宫美女不知数,骨委黄土纷如麻。当时失意虽可

恨,犹得千古诗人夸。”[10]17609随着宋词体式的发展,昭君题材亦成为词人咏写的对象,如黄庭坚《水
调歌头·游览》、秦观《调笑令·王昭君》、周密《杏花天·赋昭君》等,但在思想性、艺术性上的成就

实逊宋诗远甚。宋代昭君故事的新体认及新体式不断涌现,体现出宋代文人非凡的创造力和敢于

担当的文化品格。

二、白居易恋君、怨君、恕君的多维心态及其仕宦心路历程

《白居易集》中与昭君相关的诗共6首,即《王昭君二首》《昭君怨》《题峡中石上》《过昭君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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冢》,这些诗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取得了超越前人及时人、启迪影响后人的成就,堪称咏史诗的

精品和典范。白居易6首昭君诗分别创作于年少时期、贬谪江州、迁转忠州等三个不同时期,前后

跨越33年,与白氏人生阅历、仕宦历程有密切关联,表现了恋君、怨君、恕君的三段心态和起伏辗转

的仕宦心路历程。
(一)恋君心态

白居易最早的昭君诗是创作于贞元三年(787)的《王昭君二首》。其一云:“满面胡沙满鬓风,眉
销残黛脸销红。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11]1147其二云:“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

蛾眉? 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11]1148诗见《白居易集》卷十四“律诗”,题下注“时年十

七”,是白居易年少时期的作品。
白居易年少聪慧,很早就显现出文学天赋,《与元九书》:“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

有指‘无’字、‘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
则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

书。”[12]323-324张固《幽闲鼓吹》亦云:“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
‘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
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13]

白居易17岁作《王昭君二首》,第一首既是昭君置身风沙弥漫、冰天苦寒塞外对镜自览时内心

淡淡的怨叹和告白,又是作者从全知全能视角出发对昭君形象及处境的叹惋,有对往昔昭君美貌之

认同,有对画师故意败容之怨愤,有对昭君委屈命运之叹息。第二首的艺术手段更为高明:当汉元

帝使者即将返回时,昭君再也无法埋藏掩抑内心的苦闷,禁不住叮嘱使者,拜托他回朝后询问汉元

帝,何时才肯重金将其赎回? 倘若元帝探问我的容貌气色,切不可说我现今憔悴色衰远不如在汉宫

时,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和声口出发,婉转表达了昭君对汉元帝的思慕、眷顾与渴盼。《诗话总龟》前
集卷八云:“古今人作昭君词多矣。余独爱乐天一绝云:‘汉使却回传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 君王

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其意优游而不迫切。乐天赋此时年甚少。”[14]瞿佑《归田诗话》卷上

云:“诗人咏昭君者多矣,大篇短章,率叙其离愁别恨而已。惟乐天云:‘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

赎蛾眉? 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不言怨恨,而惓惓旧主,高过人远甚。其与‘汉恩自浅

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者异矣。”[15]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两首诗把诗人的童心慧意、妙想精思、高超手法贯穿其中,第一首塑造哀婉忧伤形象,第二首表

达希冀眷恋之情,两首诗均超越了前代同类作品。笔者以为更需看重的是,涉世未深的少年白居易

对社会、对君王的认识远未具体化、深入化、世故化,尚处于轻倩、幻想、眷望的青涩阶段,加之此时

刚刚开始进入科试的备考阶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12]324,几乎是带着纯净、轻灵、浪漫、
憧憬的心性气度来畅想和预判未来。白居易的《王昭君二首》是其年龄、阅历、心态、精神的反映,或
者说,两首诗中昭君流露的恋君希圣情怀,正是白居易稚气未脱的真实映现。

(二)怨君心态

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于江州司马任上写下《昭君怨》一诗,该诗见《白居易集》卷十六“律
诗”。诗云:“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帷屏? 见疏从道迷

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 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11]1332白居易一反少年时温柔敦厚、希
圣恋君的心态,在昭君身上赋予了前所未见的胆气和怨气,直接对元帝的寡恩薄义进行指斥、抨击。

那么,何以同一作者对待同一历史故事会出现如此大的逆转反差呢? 要揭开这一谜底并真正

读懂这首诗,还得从白居易江州之贬说起。唐宪宗嗣位之初,表现出追慕先祖、虚心纳谏、励精图治

的强烈愿望,《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二年十二月)“丙辰,上谓宰臣曰:‘朕览国书,见文皇帝行

事,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后事或未当,卿等每事十论,不可一

二而止。’”[16]元和初是白居易一生中最令其自豪难忘的辉煌岁月,元和二年十一月五日以盩厔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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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事官召拜翰林学士,元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除左拾遗并差遣翰林院,他自认为遇合中兴之主,遂
不肯惜身苟容而怀揣“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11]219和“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11]78的勇气与忠

耿,针对宦官、节镇及宪宗的恣意妄为与错断误决,在朝堂上面折庭争,直奏极谏,并创作了大量讽

谕诗揭露社会弊病,忧念民生疾苦。他的这种态度引起了宪宗的怨怒和疏远,《旧唐书·白居易传》
载:“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

奈。’”[17]4344《资治通鉴》卷二三八载:“白居易尝因论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绛,谓
‘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18]宪宗对白居易的谏阻颇不耐烦,务欲去之。元和六年四月至九

年十月,白居易在渭南下邽丁母忧长达三年半,依据规定,丁忧为官之人须自请解职守孝三年,但在

实际运行中通常按25或27个月折算执行。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四载:“三年之丧,郑云二十七

月,王云二十五月。”[19]1869而白居易丁忧竟达42个月,不难看出宪宗有意对他冷落疏远,由此不难

明了对白居易的排挤打击。
当然,这种打击报复最苛酷且卑劣者,莫过于武元衡事件及江州之贬。元和“十年七月,盗杀宰

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

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
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
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17]4344-4345。白居易因公受辱、因忠遭贬,使他感到难以理解、难以接受、
难以平心顺气,写于元和十一年的《与杨虞卿书》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和委屈:“去年六月,盗杀右丞相

于通衢中,迸血髓,磔发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仆以为书籍以来,未有此事,国辱臣

死,此其时耶? 苟有所见,虽畎亩皂隶之臣不当默默,况在班列而能胜其痛愤耶? 故武相之气平明

绝,仆之书奏日午入。两日之内,满城知之。其不与者或污以伪言,或构以非语。且浩浩者不酌时

事大小与仆言当否,皆曰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何反忧国之甚也? 仆闻此语,
退而思之:赞善大夫诚贱冗耳! 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
谓之狂,又敢逃乎? 且以此获辜,顾何如耳? 况又不以此为罪名乎!”[12]291-292白居易满怀悲愤地道

出惨遭排挤打击的前因后果:“仆始得罪于人也,窃自知矣。当其在近职时,自惟贱陋,非次宠擢,夙
夜腆愧,思有以称之。性又愚昧,不识时之忌讳。凡直奏密启外,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

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诫也。不我同者得以为计,媒蘖之辞一发,又安可君臣之道间自明其心乎?
加以握兵于外者,以仆洁慎不受赂而憎;秉权于内者,以仆介独不附己而忌。其余附丽之者,恶仆独

异,又信狺狺吠声,唯恐中伤之不获。以此得罪,可不悲乎?”[12]292杨虞卿乃白居易妻杨氏之从父兄,
《与杨虞卿书》是白居易于贬谪江州第二年所写私人书信。不难看出,白居易因洁身自好、不与贪官

污吏同流合污、敢于对不合理的人和事进行揭露抨击,因而得罪朝中权贵,权贵们利用武元衡事件

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以诬妄不实之词强加之以罪,致使白居易因公获罪、因忠遭贬。江州之贬极大

地刺伤了白居易的忠心、雄心和进取心,江州期间,白居易访禅问道、炼丹服食、放性山水、醉饮苦

歌,在看似自由自在、优哉游哉的闲散生活中潜藏着他压抑、苦痛、失意的灵魂。
以此看白居易的《昭君怨》,就会将他遭贬被黜的命运与远走漠北的昭君放在同一审美层面:明

知昭君受尽委屈却仍将其配送他人,明知白居易不顾安危向恶势力发难却仍以不合规矩越俎代庖

将其治罪。对昭君来说,其悲剧命运并不真正由画师掌控,而是君恩浅薄虚幻;对白居易来说,悲剧

命运看似众官纠结使坏,真正的罪魁祸首难道不正是曾让其信以为真、恃怙仰赖的皇权皇威吗? 由

信而疑,由疑而弃,短短数年间经历了从皇帝近臣到天涯逐臣的转化,失落何其大也,苦痛何其多

也! 由此也可以说,白居易正是通过昭君的遭遇,曲折隐晦地表达了他内心难以消弭的怨忧之情。
(三)恕君心态

元和十四年,白居易在调任忠州刺史途中接连写了三首昭君诗。虽然距《昭君怨》只相差两年

时间,创作背景、创作心境却大不相同,咏叹重心亦出现了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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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首《题峡中石上》见《白居易集》卷十七“感伤诗”,诗云:“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于

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11]1430并未因首见巫山神女庙和首过秭归昭君村而诗兴大

发,面对红艳的山花、翠绿的柳条,面对包蕴丰厚的历史遗存与广为流播的传奇故事,禁不住惊讶自

己的鲁钝、麻木、不够浪漫、缺乏激情———居然没有一点诗兴、没有一句诗句。很明显,白居易对自

己的寂不作声、冷漠无为甚为不满和深自怪责。
稍后的另一首诗《过昭君村》,见《白居易集》卷十一“感伤诗”。诗云:“灵珠产无种,彩云出无

根。亦如彼姝子,生此遐陋村。至丽物难掩,遽选入君门。独美众所嫉,终弃于塞垣。唯此希代色,
岂无一顾恩? 事排势须去,不得由至尊。白黑既可变,丹青何足论? 竟埋代北骨,不返巴东魂。惨

淡晚云水,依稀旧乡园。妍姿化已久,但有村名存。村中有遗老,指点为我言。不取往者戒,恐贻来

者冤。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11]847尽管这是在“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的境况下创

作出来的,然可称之处还是很多,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该诗一反《昭君怨》将愤怒的焦点指向汉元

帝的做法,将矛头对准众人妒忌及画师使坏,还煞有介事、深明大义地替皇帝遮掩、开罪,似乎是因

为众美嫉妒和画师作恶才导致了昭君的运背命乖,即使是元帝想要扭转局势却已为世俗力量所左

右而难有作为。显然,白居易极力在为汉元帝辩护。其二,诗的后半部分紧承前文之意,对“至丽”
“独美”提出忠告,希望美人不要凭恃丽质妍姿,否则会重蹈昭君覆辙,重演昭君悲剧命运。诗人更

在结尾之处引出昭君村女子自毁自残面容以避免再选入宫、再遭不幸的风俗,告诫那些心存幻想、
仍欲图宠的女子。

另一首昭君诗是《白居易集》卷二“讽谕二”中的《青冢》。诗云:“上有饥雁号,下有枯蓬走。茫

茫边雪里,一掬沙培塿。传是昭君墓,埋闭蛾眉久。凝脂化为泥,铅黛复何有。唯有阴怨气,时生坟

左右。郁郁如苦雾,不随骨销朽。妇人无他才,荣枯系妍否。何乃明妃命,独悬画工手? 丹青一诖

误,白黑相纷纠。遂使君眼中,西施作嫫母。同侪倾宠幸,异类为配偶。祸福安可知,美颜不如丑。
何言一时事,可戒千年后。特报后来姝,不须倚眉首。无辞插荆钗,嫁作贫家妇。不见青冢上,行人

为浇酒。”[11]260-261关于此诗作年,朱金城说:“约作于元和十四年(八一九)前后,是年白氏有《过昭君

村》诗。”[20]虽然诗中并无任何显现该诗创作背景的线索,但笔者以为,白居易在赴忠州途经昭君村

时,既已写了两首相关诗作,很可能是在同一心境的诱发、激荡下,将焦距遥对内蒙古境内的昭君

墓,朱氏对该诗作年时间的研判当具可信性。从诗歌呈现的情感内核考察,该诗作年亦大体可定为

赴任忠州途中。诗人首先对昭君的不幸给予深切同情,继而对造成惨状的原因进行深究:作为女

子,她们的荣辱贵贱只能依靠容貌的美丑。可天生丽质的昭君,为何命运却偏偏不由自己掌握而是

拿捏在画师手中呢? 画师使坏,黑白混淆,美丑颠倒,本来美如西施的昭君变成了奇丑无比的嫫母。
虽然该诗系于讽谕诗,讽刺对象并不是汉元帝而是毛延寿一类画师,甚至可以说,在诗人看来不仅

昭君是受害者,元帝也是受害者,在昭君整体悲剧命运的生成过程中,汉元帝完全不知情而被蒙蔽。
诗人感情激越处针对的是画师,宽缓处则指向元帝。对元帝同情、释然的态度,与《过昭君村》流露

的遮掩、开罪态度十分相似,甚至前后呼应。这种接二连三、顺势而成的情感倾向,极有可能是在同

一时空背景下产生的。
在对白居易赴任忠州途中的三首昭君诗进行解读后,不禁要问,何以短短两年之后在吟咏同一

历史人物时,其怨责愤憎、饶恕宽赦的对象会发生如此大的逆转呢? 白居易在历史人物身上所潜藏

附丽的态度和情感,究竟和他个人命运的变迁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性呢?
所有这一切均与白居易仕宦历程的再次迁转有着直接关系。《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十三年

冬,量移忠州刺史。”[17]4352自元和十年七八月间因武元衡事件贬官江州,历时3年5个月的愤懑、压
抑、失落、孤寂后,终于迎来政治生命的转变,白居易在诸多诗文中表达了这一转变带给他的快慰、
喜悦和活力。《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仰荷圣泽聊书鄙诚》:“炎瘴抛身远,泥途索脚难。网初鳞拨

刺,笼久翅摧残。雷电颁时令,阳和变岁寒。遗簪承旧念,剖竹授新官。乡觉前程近,心随外事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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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还应有分,西笑问长安。”[11]1409《行次夏口先寄李大夫》:“曾陪剑履升鸾殿,欲谒旌幢入鹤楼。假

著绯袍君莫笑,恩深始得向忠州。”[11]1417两首诗中流露出白居易对成为一方大员的愉悦惬意,由此

暗示政治气候松动因而再度激起回朝为官的信心和期盼。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忠州刺史谢

上表》更是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宪宗的感激之情:“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敕旨,授臣忠州刺史

……殊恩特奖,非次升迁。感戴惊惶,陨越无地。臣诚喜诚惧,顿首顿首……岂意天慈,忽加诏命。
特从佐郡,宠授专城。喜极魂惊,感深泣下。”[12]1334政治命运的转折改变了白居易贬谪江州以来委

屈、抑郁、失落的心境,也改变了他对君臣关系的体认,使其放下成见,怀揣感激,在《过昭君村》《青
冢》中出现心态和认识的调整与逆转,即宽恕曾经责怨的元帝,追讨曾经无视的画师。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白居易之所以在《题峡中石上》中发出“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

一句诗”的感叹,还另有原因和隐情。自江州赴忠州,走的是上水船,须穿越令人谈之色变、毛骨悚

然的三峡。白居易《初入峡有感》写道:“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瞿唐

呀直泻,滟滪屹中峙。未夜黑岩昏,无风白浪起。大石如刀剑,小石如牙齿。一步不可行,况千三百

里。自峡州至忠州,滩险相继,凡一千三百里……自古漂沉人,岂尽非君子? 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常恐

不才身,复作无名死。”[11]845正因路途艰险难行,走马上任的快意和威风早已淹没在劳顿恐怖中,忠
州之任的好感大大缩水,甚至变得淡乎寡味。忠州之于白居易,在利弊称量中已没有那么重要和富

有价值了,它被外在的险阻消弭得可有可无。激情不再浓烈,兴致不再绵久,白居易的心境有些前

瞻后顾,黯然委顿,提振不起兴趣。
由江州司马这一领俸的闲职量移为专主一州军政的刺史,对白居易来说是可喜可贺的事。忠

州属山南东道,偏僻荒凉,是一个户止六千七百、口不足五万的下州。永泰元年(765)六月,杜甫赴

夔州留驻忠州,曾有《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一诗,云:“忠州三峡内,井邑聚云根。小市常争米,孤
城早闭门。空看过客泪,莫觅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赖独园。”[21]白居易《初到忠州赠李六》亦
印证了忠州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和人文环境:“吏人生梗都如鹿,市井疏芜只抵村。一只兰船当驿

路,百层石蹬上州门。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11]1432忠州之于白居易有聊可欣慰的一

面,亦有无可奈何的一面,大约可视之为“鸡肋”。
贬官江州和近4年的贬谪生活,使白居易心力交瘁,谙尽宦途苦况,屈辱与惨痛令其刻骨铭心。

忠州之任的兴奋与荣光并未彻底扫除其内心阴霾,加之迁除忠州刺史时白居易已47岁,快慰之余

免不了生出老大迟暮之酸辛。所以,他一面享受迁除的喜悦,一面又自嘲着年老不济;一面重新燃

起济世热情,一面又劝慰自己早作归计。《对镜吟》云:“闲看明镜坐清晨,多病姿容半老身。谁论情

性乖时事,自想形骸非贵人。三殿失恩宜放弃,九宫推命合漂沦。如今所得须甘分,腰佩银龟朱两

轮。”[11]1420《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云:“孤舟萍一叶,双鬓雪千茎。老见人情

尽,闲思物理精。如汤探冷热,似博斗输赢。险路应须避,迷途莫共争。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经营?
玉向泥中洁,松经雪后贞。无妨隐朝市,不必谢寰瀛。但在前非悟,期无后患婴。多知非景福,少语

是元亨。晦即全身药,明为伐性兵。昏昏随世俗,蠢蠢学黎甿。鸟以能言韝,龟缘入梦烹。知之一

何晚,犹足保余生。”[11]1422

由于赴任途中行程艰险,由于忠州蛮荒僻远,由于江州之贬就在眼前,当白居易接受任职著绯

腰银成为专城一方的大员时,当他满怀政治命运开始好转的憧憬时,他的心绪是复杂的,在心存感

激中包含着无味的鸡肋心态、宦途险恶的警惕心理、退隐归乡的筹划准备。正是在多维心态的作用

下,白居易赴任忠州途中的昭君诗才出现了宽恕元帝而指责画师、激情不足而缺少雅兴、倾听遗老

之言并自省自警等多元情怀。

三、白居易昭君诗的文学史价值及其启示意义

白居易昭君诗不仅在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价值,对于文学创作尤其是咏史诗创作也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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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意义。
(一)白居易昭君诗的文学史价值

首先,白居易昭君诗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其一,白居易昭君诗数量最多,超过了任何一位

唐前、唐代、宋代诗人。在数量上位列第二的储光羲和文同不过只有《明妃曲四首》和《王昭君四

首》。其二,白居易关注昭君题材时间最长,从贞元三年(787)到元和十四年(819),前后长达33年,
是任何一位唐前、唐代、宋代诗人都无法与之并论的。其三,白居易昭君诗体式不同,分类相异。从

体式上看,《王昭君二首》《题峡中石上》为七言绝句,《昭君怨》为七言律诗,《过昭君村》《青冢》为五

古。依照白居易对诗歌的分类,《王昭君二首》《昭君怨》归属律诗,《题峡中石上》《过昭君村》归属感

伤诗,《青冢》归属讽谕诗。这种明晰的类型区分不仅为白居易所独有,且诗歌情感基调清晰可辨。
其四,主题多元。白居易昭君诗分咏六个主题,无雷同之弊,不同于一首作品仅表达单一主题或多

首作品沿单一方向抒发相似情感的情形。储光羲《明妃曲四首》主题均为思慕汉宫而怨叹胡地荒

寒,手法全为胡汉对比:“西行陇上泣胡天,南向云中指渭川。毳幕夜来时宛转,何由得似汉王边。”
“胡王知妾不胜悲,乐府皆传汉国辞。朝来马上箜篌引,稍似宫中闲夜时。”“日暮惊沙乱雪飞,傍人

相劝易罗衣。强来前殿看歌舞,共待单于夜猎归。”“彩骑双双引宝车,羌笛两两奏胡笳。若为别得

横桥路,莫隐宫中玉树花。”[6]1419文同《王昭君四首》基本据《后汉书·南匈奴传》和《西京杂记》进行

演绎,主题虽有递进,然亦老生常谈:“不惜将黄金,争头买颜色。妾貌自可恃,谁能苦劳力?”[22]656

“绝艳生殊域,芳年入内庭。谁知金屋宠,只是信丹青?”“几岁后宫尘,今朝绝国春。君王重恩信,不
欲遣他人。”“极目胡沙满,伤心汉月圆。一生埋没恨,长入四条弦。”[22]657其五,白居易昭君诗不只是

为咏史而咏史,紧密关联着诗人的情感世界与宦途起伏。白居易昭君诗与其说是咏史诗,不如说是

抒情诗或记录人生历程的命运诗,寄寓着诗人的追求、失落、无奈,熔铸着他的人生辗转、命运变迁、
仕宦历程。李白《王昭君二首》为昭君远走胡地的孤寂憔悴鸣不平,但看不出诗人的精神寄托与个

性襟怀:“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
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23]235“昭君拂玉鞍,上马啼

红颊。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23]236又如王十朋《昭君村》云:“十二巫峰下,明妃生处村。至今粗

丑女,灼面亦成痕。”[10]22871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载:“归州有昭君村,村人生女无美恶,皆炙其

面。”[19]2001王诗如实记载了昭君远嫁命运对民风习俗造成的影响。我们注意到,该诗诗名与白居易

《过昭君村》仅一字之差,结句与白诗“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相似,而白诗是有的放矢的有为之

作、寄性之作,王氏则为泛泛应景或单纯咏史之作,其高低优劣自有不同。
其次,议论翻新,启迪宋诗。诗歌创作崇尚形象思维,要将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情思变成物质

性的图画浮现在读者眼前,忌讳以抽象思维议论说理。但在诗歌发展演变过程中,许多作家尝试以

议论入诗,追求创作手法的更新和诗境的隽厚精深,如杜甫、韩愈、杜牧等人的诗即具此特色。白居

易是唐代一流诗人,他自觉地呈现出融议论入诗的新面目,这种手法在昭君诗中多有运用,如《王昭

君二首》其一“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11]1147,《昭君怨》“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

青”[11]1332,《过昭君村》“事排势须去,不得由至尊。白黑既可变,丹青何足论”及“不取往者戒,恐贻

来者冤”[11]847,《青冢》“妇人无他才,荣枯系妍否。何乃明妃命,独悬画工手? 丹青一诖误,白黑相纷

纠。遂使君眼中,西施作嫫母。同侪倾宠幸,异类为配偶。祸福安可知,美颜不如丑。何言一时事,
可戒千年后”[11]261。当然,唐人昭君诗亦不乏议论出彩之作,如东方虬《昭君怨三首》其一“汉道方全

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女,辛苦事和亲”[6]1075,戎昱《咏史》“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

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6]3011,但像白居易这样在不

同作品中均有精彩议论者却没有,诗中有多重议论和相反议论的更是没有。
尤为令人称赏的是白居易大胆的翻案性议论,即《昭君怨》“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

青”,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惯性认知———画师是贻害昭君的罪魁祸首、元帝亦是君臣失之交臂的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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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这种体认是白居易“这一个”独特情怀的显现,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和石破天惊的颠覆性。刘

艳萍说:“晚唐史论诗往往喜欢作翻案文章,在原有史料中别生耳目,以惊世骇俗之语发之。这一特

点在白居易诗中已初露端倪,如他以独特的识见指出了昭君悲剧命运的原因:‘自是君恩薄如纸,不
须一向恨丹青。’”[24]白居易这种借历史人物表达睿识才性、展示人格力量的做法,对宋代王安石、
欧阳修等人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其一:“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7]328其二:“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

心。”[7]329欧阳修《再和明妃曲》:“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8]

葛立方《韵语阳秋》云:“古今人咏王昭君多矣,王介甫云:‘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欧阳

永叔云:‘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白乐天云:‘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后有

诗云:‘自是君恩薄于纸,不须一向恨丹青。’李义山云:‘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为人。’意各不

同,而皆有议论,非若石季伦、骆宾王辈徒序事而已也。”[25]葛氏所言“皆有议论”自是不错,但笔者

以为,我们更应注意到白居易对王安石、欧阳修翻案出新的惊世之论在创作手法和创作勇气方面的

启迪作用。
(二)白居易昭君诗的启示意义

首先,白居易昭君诗是对历史人物王昭君多维能动的反映。昭君故事在《汉书》中甚为简略,
《后汉书》逐渐丰润延展,到《西京杂记》才显得曲折饱满。后世文人在对昭君故事进行再创造时,亦
未尽按历史或民间传说进行复制,他们总是调动各自才情,按照自己的审美理解,对历史人物进行

合情合理的加工改造,充分体现出文学对历史题材的独特关照和审美选择。一些论者恪守咏史诗

需对历史负责、不宜出现溢出历史原貌的观念,“如果采用历史上真实人物作原型,以真实历史事件

作题材,便不能不考虑所写的是否符合人物和事件的本来面目。情节可以虚构,形象实不应歪曲。
厚诬古人固然没有法律上的诬陷罪名,但在道义上却不能认为公允,而且对后世人物评价上带来不

正确的影响,也是不好的”[26],这就混淆了文学与史学的区别,是不可取的。在历代诗人中,白居易

对昭君题材的开掘用力最著、最具文学色彩,他不是将昭君摆在平面上简单描绘,而是从灵动视角

出发对其进行立体观照,他的不同作品主题不同、形象有别、感情各异、倾向迥然。白居易对待历史

题材一向持开放与多点透视的态度,如他在《长恨歌》中“以文学规律、美学规律为利剑,对历史上曾

经发生的李杨之事进行删裁、润色,以生生死死的至情为主线,展现凄恻缠绵、痴情坚贞的帝妃之

爱”[27],但在《上阳白发人》中却对杨玉环专宠善妒进行了讽刺———“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

侧目”[11]298,在《胡旋女》中对杨玉环以舞惑君进行了揭露———“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
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11]306,在《李夫人》中对杨玉环至死惑君予以抨击———“又不见泰

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11]406。白居易这种处理历史

人物题材的文学观和美学观,确保了他的作品具有活脱的表现力和不朽的生命力,其昭君诗堪称这

方面成功实践的典范。
其次,白居易昭君诗关涉作者的仕宦心路历程。“文人关注得更多的是人物的心灵和命运,他

们往往通过对昭君的感叹和同情来表达深刻的感悟,寄托自己的观念、理想与社会意识。在昭君问

题上,体现了传统文人十分复杂的心态。”[28]白居易咏史诗的审美特性,不是单纯为咏史而咏史,而
是诗人艺术才情的展现,是诗人表现自我的载体,是诗人仕宦心路历程的忠实记录,熔铸着白居易

的爱恨情仇,寄托着他的人生况味,蕴含着他的理想追求,展示着他的心性品格。总之,白居易的咏

史诗是真正古为今用、抒情见性之作,而这已经与毫无寄托、泛泛咏史的诸多作品区别开了,这也是

他的昭君诗超越前人和后人而为人咀嚼不已、仰观不止的关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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